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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力研究

涂正革 甘天琦

摘 要 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前提之一。研究发现，我国 30个地区中，
大部分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状况堪忧，特别是东北部、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均表现出长期的失

衡状态；动态观察，东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逐渐恶化，中部地区状态差异明显，

未出现模仿效应。基于变系数半参数估计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机械水平、生产水平和人力

资本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三大动力，促增因素和促减因素交替作用导致各指标在不同时

期和不同区域表现各有差异。因此，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控

制农业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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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我国启动 40 个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指引，将
绿色发展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之路进入了新的征程。然而，正是因为农业绿

色发展区域的试点，才映射出我国农业在走出传统过程中面临的瓶颈，即农业污染问题凸显。据全国第

一次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在农业源的主要排放中，化学需氧量 1324.09 万吨，占全国化学需氧排放的
43.71%，种植业地膜残留量 12.1 万吨，回收率仅有 80.3%，总氮和总磷排放分别达到 270.46 万吨和
28.47 万吨，分别占全国氮、磷排放总量的 57.2% 和 64.7% 。就氮和磷排放的增长趋势而言，农业生产
造成的污染大有取代工业污染而成为头号污染源的趋势 [1]（P4-16），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问题已经迫在
眉睫。

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前提之一，而机械水平、生产水平和人力资本是推动农业绿色

发展的三大动力。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控制好农业面源污染。

一、引言

传统农业经济增长的探索忽视了环境因素的考量。在中国，林毅夫在《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

展》一书中探讨了农业体制、价格制度和要素供给等农业经济增长的原因 [2]（P2-22）。随后，在农业体
制 [3]（P73-82）[4]（P86-89）[5]（P67-92）、价格制度 [6]（P104-105）、要素供给 [7]（P12-18）[8]（P86-98）[9]

（P22-32）等方面，国内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做了更加深入研究，但大部分研究都忽视了资源与环境因素
的影响。随着环境问题逐渐受到重视，污染成为研究农业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如果能在农业发

展的基础上增加环境因素，便可以协调好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建设“两型农业”和“绿色

农业”提供合适的分析框架。

绿色农业的发展需要更加科学的评价方法。初始的农业环境研究更加注重区域环境治理 [10]（P322-
326）和政策法规上的思考 [11]（P97-100）。随着 Färe 等 [12]（P1055-1066）将环境技术引入生产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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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之内后，资源环境与农业生产效率便成为农业经济研究的热点，并产生了诸多成果。李谷成等

使用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 模型研究了 1979–2008 年各省农业技术效率，分析环境规制对农业技术效
率的影响，认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才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13]（P21-36）；崔晓和张屹山考
虑环境因素对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影响，并巧妙地利用物料守恒原则将农业环境效率分

解为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技术效率和营养配置效率，认为中国的精细化程度不高是导致农业污染控制难

度加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主要原因 [1]（P4-16）；杜江等利用 DEA 方法和 GML 指数构建农业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利用 Tobit 两阶段模型分析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的因素，同时验证三种指数与农业增长之间是否表现出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的“倒 U 型”特
征 [14]（P65-81）。总体看来，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一是资源浪费与生态破坏致使
农业环境效率低下 [15]（P153-157）[16]（P1329-1338）[17]（P48-55）；二是农业科技发展、新技术的使用、
灵活的政策等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 [18]（P537-558）。但是，在进行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评价
上面似乎需要引入更加科学的方法。

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引入解决了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融合在同一框架的问题。事实上，引入环境

因素到效率评价的框架，主要有四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是曲线测度法。曲线测度是 Färe 等提出的一
种非线性的环境生产率评价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各种产出以“非对称”的方式处理，允许在增加期望

产出的同时，减少非期望产出 [19]（P655-666）。具体来说，曲线测度法以径向测度来分析期望产出的生
产率，而用其倒数来衡量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生产率。第二种是数据转换函数处理法，该分析方法

将非期望产出转换为期望产出处理，并运用传统的 DEA 模型分析决策单元的生产效率，转换的主要方
法有负产出转换法、线性数据转换法和非线性数据转换法。第三种思路是将污染作为投入变量处理，根

据方法的特点，污染变量与投入变量相似，都是越小越好，因此可将污染与常规要素一起作为投入处理。

第四种是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通过设定固定的方向向量，将生产率分析与环境污染纳入一个统一的框

架中，得到既能增加期望产出，又可以减少非期望产出的效果 [20]（P93-105）[21]（P35-40）。由于前三种
思路的局限性，不能真实有效地评价考虑环境因素后的生产效率水平 [22]（P579-581），因此，笔者采取
第四种思路，利用方向距离函数方法，尝试构建含有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产效率评价框架。

基于以上阐述，笔者通过 1998–2015 年省级层面包含污染物和农业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利用
DEA 方向性距离函数探讨各省份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分析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二、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依据

农业绿色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农业生产效率高和农业面源污染少，二者共同构成农业绿色

生产效率。根据文献总结与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将绿色生产效率提高归因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生产

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三方面的动力机制将有效推动技术前沿进步，带来农业绿色生产效率

的改善。

机械的运用是农业生产效率改善的途径之一。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的运用是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表

现，起初的工业发展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制造业中心的产生和人口的增长，农产品的

消费需求对农业的生产起到了决定性的刺激作用，许多农产品的生产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根据

Hicks 中性标准，这些正面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节约土地，新品种对老品种的替代，改变了轮耕制
度，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二是节约劳动，机械化对于畜牧的替代、改变了耕作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

力；三是中间型，化肥、农药等农资设备的改进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换言之，研究工业化对于农业的

影响，就是研究在工业中所发生的基要性的即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生产技术变迁，对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影

响 [23]（P4-14）。简要地说，即衡量工业技术进步和信息扩散对于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在
现代农业中，土地和劳动力数量已不再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作为体现技术进步和工业进程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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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肥、农药等，对农业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24]（P66-75）。
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传统农业的增长极其缓慢，因为农民已经用尽了自己所支

配的技术状态下有力的生产可能性，对他们使用的生产要素做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进行更多的储蓄

和投资无助于增长 [25]（P5-14）[26]（P112-114）。技术进步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动力源泉。
首先，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将有助于农作物在洪涝灾害年份免受侵害 [27]（P1537-1561）；其次，更加先进
的农资能够减少与农业生产关联的多重因素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第三，生化技术的运用会改造产品

质量，使作物质量更高、经济价值更加丰富。此外，生产技术的进步如灌溉措施的改进、农田薄膜的使用

等为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人力资本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头等重要。舒尔茨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

泉，农业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并不在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低下，而是因为其边际收益率低，

不能保证追加储蓄和投资 [26]（P151-155）。在这一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使用某些现代的
生产要素，因此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的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实现农业经济

的增长 [28]（P14-25）。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有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三种途径。通过教育
和在职培训能提高劳动者获取农业知识及运用先进生产工具的能力，提高健康水平则有利于增加劳动

者劳动年限。研究表明，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农业产量的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劳动
者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再是土地、人口数量和资本存量等传统要素的作用。

三、农业绿色发展分析的框架及相关数据

构建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是检验农业绿色发展理论的基本前提，这一分析框架必须

能涵盖推动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提高的动机机制；与此同时，分析框架中相关变量的指标构建和测度数据

的采集对深入分析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现状及其动态演变规律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农业绿色发展的分析框架

1. 环境技术框架的构建。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较工业污染更加具有隐蔽性，化肥、农药等使用后，
未被作物吸收的氮、磷排放会造成地表径流污染。人们常常将不希望得到的产出称为“坏”产出，Färe 等
学者将“坏”产出与正常生产的投入产出之间的技术结构关系称为环境技术 [12]（P1055-1066）。以减少
“坏”产出为导向的环境技术隐含着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减少投入产出，从而降低“坏”产出的产生，但

同时会导致“好”产品的减少；另一种是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通过改进技术或增加“坏”产出的处理设

施，会引起成本增加。使用集合表示环境技术为式（1）：

P(x) = (y, b) : x can produce(y, b), x ∈ RN
+ (1)

式（1）中，每一个决策单元使用 N 种投入 x = (x1, . . . , xN ) ∈ RN
+，生产 M 种“好”产出 y =

(y1, . . . , yM) ∈ RM
+，和 J 种“坏”产出 b = (b1, . . . , bK) ∈ RJ

+。

根据 Färe 等 [12]（P1055-1066）和涂正革 [20]（P93-105）的研究，环境技术应满足以下四条特性：
（1）投入和“好”产出的自由可处置性（Free Disposability），即有限投入只能产生有限的产出，使

用数学表达式为：

若 (y, b) ∈ P(x) 且 x
′ ≤ x 或 y

′ ≤ y，那么 �y′
, b� ∈ P(x)，P(x) ∈ P(x) 。

（2）“好”产出与“坏”产出的联合弱处置性（Jointly Weak Disposability），即在给定的投入下，减少
“坏”产出，必然会带来“好”产出的减少，使用数学表达式为：

若 (y, b) ∈ P(x)，且 0 ≤ θ ≤ 1，则 (θy, θb) ∈ P(x) 。

（3）“好”产出与“坏”产出的零结合性（Null-Jointness），即产生“好”产出的同时，一定会伴有“坏”
产出的产生，使用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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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y, b) ∈ P(x)，且 b = 0, 则 y = 0 。

（4）“好”产出的强可处置性（Strong or free Disposability），即在投入和污染规模相同的条件下，
正常产出之间的差距，反映了环境技术效率的高低，使用数学表达式为：

若 (y, b) ∈ P(x)，且 y
′ ≤ y，那么 (y

′
, b) ∈ P(x) 。

使用以上投入、“好”产出和“坏”产出的数据矩阵，可以构造满足“好”产出增加且“坏”产出减少的环

境技术如式（2）：

Pt(xt) =


∑K

k=1 zt
k

xt
k,n

≤ xtn n = 1, . . . , N, k = 1, . . . ,K;∑K
k=1 zt

k
yt
k,m

≤ ytn m = 1, . . . ,M, k = 1, . . . ,K;∑K
k=1 zt

k
bt
k, j

≤ btn j = 1, . . . , J, k = 1, . . . ,K;

(2)

式（2）中，zt
k
是指决策单元 k 在所构造的环境技术效率的权重。

2. 方向距离函数与环境技术效率的定义。环境技术的构建给出了环境产出的可能前沿，能很好反
映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的条件实现区间，使“好”产出增加和“坏”产出减少。环境技术效率在环境技术

的条件下计算得到，一般来讲，衡量环境技术效率，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给定污染物 b，以好产品
的实际产量与最大产量之间的比率来衡量环境技术效率，这种方法经常会招致批评，特别是在环境污染

严重的时期，民众的意愿是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污染排放也减少。而第二种思路——方向距离函数在
能很好地满足产出增长的同时，达到污染减少的要求，方向距离函数指在给定方向、投入与环境技术结

构下，“好”产品扩大与“坏”产品缩小的可能性大小 [20]（P93-105）。
那么，如何在环境技术的框架内计算环境技术效率呢？传统的做法是计算“好”产品和“坏”产品可

能扩张的倍数，但这并不符合社会政策实施的目标。DEA方向距离函数则根据 Luenberger短缺函数的
思想，引入方向向量 g(αgy,−βg0) 构造了方向距离函数如式（3）：

−→
Dt
0(y

t
k, x

t
k, b

t
k ;αgy,−βgb) = supβ : (yt + αgb, bt − βgb) ∈ Pt(xt) (3)

方向距离函数衡量的是决策单元和前沿面的距离，距离越远，表示改进空间越大，效率越低；反之，距离

越近，表示改进空间越小，效率越高。根据方向距离函数思想，可以计算得到决策单元的环境技术效率

如式（4）：
ETE(ytk, x

t
k, b

t
k ;αgy,−βgb) = 1/[1 +

−→
Dt
0y

t
k, x

t
k, b

t
k ;αgy,−βgb)] (4)

目前来看，方向距离函数通过设置特定的方向向量，使得决策单元按照指定的方向改进，具有很强的主

观性。就农业环境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具有优良环境的偏好，而欠发达地区更加倾向于发展经济，因此

这两种决策单元改进环境技术效率的方向不同。为尽力避免方向向量选择主观性带来环境技术效率测

度的偏误，笔者选取较为中性的改进方向，即设置方向向量为 g1 = (gy,−gb)，表示“好产出”在增加一单
位时，“坏产出”减少一单位，按照该方向向量思路，则可以在环境技术 Pt(xt) 通过求解线性规划式，计算

得到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如式（5）：

−→
Dt
0(y

t
k, x

t
k, b

t
k ;αgy,−βgb) = maxβ s.t.


∑K

k=1 zt
k

xt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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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农业绿色发展分析使用的数据

用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未含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1998–2015 年
的农业经济、环境污染、社会发展等多项指标构成省级面板数据，各类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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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统计

数据库、Wind 宏观数据库等。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补全。
1. 投入指标的选取。在投入要素上，笔者按照农业生产规律、DEA 的基本要求和其他文献的方法，

选取耕地面积（Land）作为土地投入、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Labor）作为劳动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
（Machine）作为机械投入、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Fertilizer）作为肥料投入、农业用水量（Water）作为
资源投入。其中，使用“耕地面积”而不是“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土地投入，更能反映实际的土地状况，

避免由于耕地的复种、休耕和弃耕等现象带来的差距；以“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而不是“农村人口”作为

劳动力投入，避免将无劳动能力的儿童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作为劳动人口带来偏差；在传统生产模型

中增加机械总动力能更好地衡量地域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机械动力包含耕作、排灌、农业运输

等农业机械，不包含非农用途的农业机械；同时增加农业用水量投入更能体现当代社会自然资源约束和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方针，1998–2001 年的水资源数据来源于《中国水资源公报》，2002–2015 年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产出指标的选取。在产出指标上，笔者选取农业增加值作为唯一产出指标，并以 1998 年为基期
做价格平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 污染指标的核算。在污染指标上，笔者根据农业污染排放的主要特征和其他文献的方法，选取了
农业面源污染相关指标。有必要说明的是，“面源污染”与“点源污染”相对应，点源污染主要指工业生产

与城市生活中产生的污染物，这类污染物通常具有固定的排污口。然而，在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塑

料薄膜等生产物质使用后，未被作物吸收和土地自然降解的氮、磷等化学元素，和农药残留的有机物和

无机物，通过农田的地表径流和农田渗漏，致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污染。由于农业面源污染分散、隐蔽且

不易监测，因此很难量化。现有文献的核算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模拟和实验法，即基于流域尺度的大

量模拟和实验，但成本高昂且覆盖面不广；二是替代法，以化肥、农药等使用量替代面源污染程度，这种

方法忽略了作物的吸收和区域差异带来的偏误；三是养分平衡法，即使用过剩的氮、磷替代污染，但存在

偏差大、污染流动方向模糊等缺点，很难反映真实污染水平；四是清单分析法，从管理学的角度，明确分

析目标，确定污染单元，实行分类统计，因其准确、方便的特点，得到广泛应用。笔者根据清单分析法的

要求，确定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指标为农业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总磷（TP）三类，区分污
染来源有四类，分别为农田化肥、农田固体废弃物、禽畜养殖和水产养殖。其中农田化肥统计氮肥、磷肥

和复合肥施用量，计算氮和磷的排放量；农田固体废弃物统计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总产量，计算化学

需氧量、氮和磷的排放量；禽畜养殖统计牛、猪、羊家禽的年内出栏量，计算化学需氧量、氮和磷的排放

量；水产养殖统计淡水养殖的总面积，计算化学需氧量、氮和磷的排放量。按照上文的处理方式，得到各

投入产出的基础统计量（表 1）。

四、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现状

农业环境效率是根据投入产出指标计算得到，若某一地区以较少的要素投入，获得较多的经济增

长和较少的环境污染，则其环境技术效率相对较高，反之则较低。处于相对较高环境技术效率决策单元

的包络曲线构成了效率前沿，其效率指标为 1，其他决策单元与效率前沿面的距离为该决策单元的改进
空间，改进的方向为预先设置的方向向量 g(gy,−gb) , 即增加一单位“好产出”的同时，减少一单位的“坏
产出”，这对于传统只关注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也符合政府决策目标和民众对于优质环

境的需求。

根据以上评价方式，笔者通过 DEA 方向距离函数方法计算得到农业环境技术效率（ETE），定义
该效率指标为绿色发展指数。对得到的效率指标进行区间划分，处于前沿面的省份为绿色农业，即效率

指标等于 1，效率指标介于 0.7 和 1 之间的省份为蓝色农业，效率指标小于 0.7 的省份为红色农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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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入、产出基础统计量

变量名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投入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万人 540 984.1 740.4 33.38 3558.55

农业耕地面积 千公顷 540 4270.4 2814.9 188 15864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540 2496.7 2538.8 96.5 13227.21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 万吨 540 167.4 133.2 6.57 716.09

农业用水量 亿立方米 540 123.5 99.2 6.4 561.75

期望产出 农业增加值 亿元 540 8133 8453.4 220.92 52342

非期望产出

农业 COD排放量 万吨 540 45.7 35.9 2.27 162.32

农业总氮排放量 万吨 540 26.5 20.1 2.63 84.79

农业总磷排放量 万吨 540 3 2.7 0.19 12.28

注：在“期望支出”这一行中，农业增加值的计算是以 1998年为基期的。

时为了得到更加丰富和客观的结论，本节从静态特点和动态演变两个方面评价各省在绿色农业发展上

的差异和分布特点。

（一）农业绿色发展的静态特点

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和方向距离函数的方法，计算得到各省 2015 年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指标，上海、
北京、天津、江苏、江西、河南、贵州、陕西和青海 9 省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为 1，为绿色农业；四川（0.881）、
广西（0.786）、山西（0.716）、黑龙江（0.705）4 省为蓝色农业；浙江、福建、重庆、湖北、云南等 17 省为
红色农业。

表 2 2015年各省农业绿色发展状况分类表

类别 省份

绿色农业 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江西、河南、贵州、陕西、青海

蓝色农业 四川、广西、山西、黑龙江

红色农业 浙江、福建、重庆、湖北、云南、内蒙古、吉林、宁夏、安徽、山东、广东、新疆、河北、海南、湖南、甘肃、辽宁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形势不容乐观。由 2015 年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指标可以看出，红色农业占据的比
例已经达到 56.67%。处于绿色农业组别中，京、津、沪三地因其污染排放极少而达到效率前沿面，就北京
来讲，虽然农林牧渔总产值（12713.2 亿元）仅处于中间水平，但总氮、总磷和 COD 排放分别为 3.54 万
吨、0.45 万吨、6.39 万吨，与产值相近的重庆和内蒙古相比，污染排放仅为其 1/3 和 1/10。由此可以看
出，在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后的环境技术效率评价结果更加真实和科学。同样，采取上述方法计算得到

1998–2015 年各省份 18 年的效率均值，则可以得到各省农业绿色发展状况的分类，如表 3：

表 3 1998-2015年各省农业绿色发展状况分类表

类别 省份

绿色农业 上海、北京、江苏、江西、河南、陕西、青海

蓝色农业 吉林、四川、天津、山西、广西、浙江、湖北、福建、贵州、黑龙江、

红色农业 云南、内蒙古、宁夏、安徽、山东、广东、新疆、河北、海南、湖南、甘肃、辽宁、重庆

农业绿色发展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对比表 2 和表 3 可以得到：第一，在使用 18 年均值替代农业绿
色发展指数之后，绿色农业发展组中的省份由 9 个降到 7 个，红色农业发展组中省份由 17 个降到 14
个，农业绿色发展可能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即“优者越优，劣者越劣”；第二，处于蓝色组和红色组中的地

区，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要素投入高且污染严重，如四川、山东等，污染排放水平远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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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二是产值较低，如宁夏、甘肃等，农林牧渔产值远低于其他地区，当然这也归咎于这些地区的特

殊地理劣势和气候条件。

（二）农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演变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下降趋势。通过对 30 个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平均，得到各年度农业绿色
发展指数，如图 1 所示，大体上可将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分为波动期、平稳期和下降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波动期，时间年限为 1998–2004 年，在这一阶段绿色发展指数波动频繁，整体趋势下降，在
1999 年和 2002 年分别出现了短暂的上升，两次上升均难以扭转农业绿色发展恶化的趋势；第二阶段为
平稳期，时间跨度为 2004–2011 年，在这一阶段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保持相对平缓，在 0.77 左右，2005 年
和 2006 年有短暂回升之后又降落至平均水平；第三阶段为下降期，时间跨度为 2011–2015 年，整体趋
势下降明显，但幅度不大。

图 1 1998—2015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两难状态有待进一步改善。为使结果更加直观，笔者将计算

得到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数投射到中国地图，且用不同色块分区，分别展示出 2000 年、2003 年、2006 年、
2009 年、2012 年、2015 年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分布图，如图 2 所示。总体来看，30 个地区中，大多数地
区农业绿色发展堪忧，特别是东北部、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均表现出长期的失衡状态，农业经济发展与

资源环境约束的两难状态有待进一步改善。观察发现，一是农业绿色发展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由图

中可以看出，2004 年之前，处于“蓝色农业”的区域较多，而在 2004 年之后，“蓝色农业”明显减少，这意
味着农业绿色发展的次优区域逐渐向两端演化，形成“红色农业”与“绿色农业”的两极；二是处于“红色

农业”区域逐渐扩大。东北部和北部区域表现极其明显，在经历 2001–2006 年的短暂改善之后又回到了
原有的水平，山东半岛及周边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南方各省中，农业绿色发展改善态势相对较好，但

中部和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也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应作为重点改善的区域。

五、农业绿色发展的分析模型、变量选取与估计方法

为了深入分析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可首先考察了机械水平、技术水平与人力资本

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模型，然后再分析中国区域异质性差异对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为了克

服模型设定的误差，用半参数估计的方法对模型设计进行修正，并考虑不同时期关键变量对中国绿色农

业发展差异的影响。

（一）农业绿色发展分析的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首先，构建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模型。通过前文理论阐述与说明，为探讨机械水平、技术水平

与人力资本三大要素对于农业绿色发展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影响程度，笔者首先设定一个简单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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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分布图

板模型，将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及三大要素的相关变量纳入其中，得到模型（6）：

ETEi,t = β1Mechi,t + β2Prodi,t + β3Huami,t + αi · Xi,t + γi,t + δt + εi,t (6)

其中，ETE(i,t) 为样本 i 在时期 t 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数，Mech(i,t) 为机械化水平，Prod(i,t) 为生产水平，

Huma(i,t) 为人力资本，X(i,t) 为哑变量，γ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δt 为不随个体变化的固定效应，

ε(i,t) 为没有考虑在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β1 测度机械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指数的影响，β2 测度生产水平

对绿色发展指数的影响，β3 测度人力资本对绿色发展指数的影响。

其次，构建区域异质性影响的模型。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因素很多，现有的经验研究主要是通过一

定的先验性假设，以数据进行验证，因而大多采用简化模型而非结构化模型的分析方法。经验研究文献

大多根据自身研究主题需要和数据可得性，引入相应的控制变量。笔者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影响农业绿

色发展的因素。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大，南北方向气候差异明显，东西方向海拔差异巨大，导致农作物生

产呈现显著的地域特征，因此笔者引入区域因素的虚拟变量，及虚拟变量与关键变量的交互项，用来捕

捉不同区域的差异程度。得到非饱和模型（7）：

ETEi,t = β1Mechi,t · K + β2Prodi,t · K + β3Huami,t · K + αi · Xi,t + γi,t + δt + εi,t (7)

解释变量的说明。在非饱和模型（2）中，K 为引入的虚拟变量，包含是否为小麦主产区，是否为水稻主
产区，是否为棉花主产区。模型（6）使用全样本估计，模型（7）主要探究不同区域的差异程度。为对模
型进行估计，笔者构建如下变量。

1. 机械化水平变量（Mech）。在文献中，常用体现机械化水平的变量为机械总动力，但机械总动力
变量在计算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中已经作为投入变量使用，因此不管是机械化总动力还是其代理变量都

与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可能存在内生性。根据 DEA 方向距离函数的计算方法，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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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机械总动力提高时，农业绿色发展指数降低，这并不符合现实生产中机械化水平增加时，农业生产率

提高的状态，因此笔者使用单位播种面积的机械总动力作为机械化水平，刻画区域农业机械化水平。

2. 生产水平变量（Prod）。根据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在《农业发展：国际前景》中对于农业
生产水平的描述，农业生物技术的转移与扩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9]（P141-287）[30]

（P1320-1365），农业生物技术的转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但这并不是笔者所要考察的。因此，能体
现生产水平差异可能在于农业灌溉和农业化学技术的进步，灌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由于旱灾给农业

生产带来的影响；农业化学技术的进步能大大提高农作物产量，同时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农业面源污染。

笔者在衡量生产水平时，使用有效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比重衡量灌溉水平，同时，衡量农业化学技

术的进步使用单位播种面积中塑料薄膜使用量和单位播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三者共同构成生产水平

变量。

3. 人力资本变量（Huma）。舒尔茨将人力资本归结于农业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职业化水平和教育
程度三个方面 [25]（P150-159）[26]（P12-20）。鉴于健康水平和职业化水平变量难以获取，笔者使用农业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来衡量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程度包含每百人中中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数所占比例来

衡量。

4. 其他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依据农业生产的特点以及其他文献控制变量选取的方法，
笔者选取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和农业占农林牧渔业 GDP 比重作为农业产业结构变量，复耕次数作为
农业耕作制度变量，以受灾害程度作为不可抗力因素等。相关变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统计数据库、Wind 宏观数据库等。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补全。
（二）农业绿色发展分析计量模型的估计方法

估计方法的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为了深入分析对关键变量对农业绿色发展指数的

影响，必须考察不同估计方法对模型（6）和（7）的影响。当前，参数估计依然是计量经济学的主流，因
为它比较有效率，而且易于操作，但是其缺点也很明显，对模型设定所做的假定较强，可能导致较大的设

定误差。比如，如果真实总体并非正态分布，甚至偏离正态分布较远，则正态分布前提下所做的统计推

断可能有较大偏差 [31]（P45-54）。换言之，由于参数估计法对模型的设定依赖性较强，故可能不够稳健。
为得到更加稳健的估计，可选取了一般不对模型做任何假定的非参数估计方法，但其缺点是要求样本容

量较大，而且估计收敛到真实值的速度也比较慢，鉴于以上原因，可考虑一种折中的办法，使用同时含有

参数部分和非参数部分的半参数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这样既降低了对样本容量的要求，又具有一定的

稳健性。因此在模型（6）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具体设定如下：

ETEi,t = β1(z) · Mechi,t + β2(z) · Prodi,t + β3(z) · Huami,t + αi · Xi,t + εi,t (8)

其中，β(z) 表示估计系数随着 z 的变化而变化。为了简便，笔者选择时间作为变系数的自变量，即
zt = (t − 1998)/(2015 − 1998)，t 表示 1998–2015 年的具体年份。
半参数估计法的实质是局部多元线性回归，具体而言，笔者采用 Cai 等（2000）[32]（P941-956）和

Li 等（2002）[33]（P412-422）等发展的变系数模型核估计方法，影响系数估计量为：
β(zt) = [

∑
X X

′ ∗ K[(zt − z)/h]−1]
∑
[XY ∗ K[(zt − z)/h]]

其中，X 表示解释变量的向量，Y 表示被释变量的向量，K 表示核函数，h 表示与 z 相关的平滑参
数，通常称为窗宽。为了简便，笔者采用常用的高斯核函数即：

h(u) = 1/ 2
√
2πexp (−1/2u2)

同时，笔者将半参数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与固定效应的 Tobit 模型结果进行比较，在 Tobit 模型中
将样本划分为 1998–2000 年（“九五”）、2001–2005 年（“十五”）、2006–2010 年（“十一五”）和 2011–
2015 年（“十二五”）四个时间段，进行分阶段回归，考察在不同时期关键变量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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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在模型（7）中，水稻主产区有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四川等省份；小
麦主产区有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四川、陕西等省份；棉花主产区有山东、河北、新疆、

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四川、山西等省份。另外，在南北区域划分上，以秦岭淮河为界，去除青藏

和西北地区，南方包含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安徽、江苏南部、

重庆、浙江等地，北方包含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天津、安徽、江苏北部

等地，为使区域划分明确，将江苏北部也划归了南方。数据基础统计量如表 4：

表 4 基础变量统计表

指标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业绿色发展指数 540 0.79 0.19 0.53 1

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540 2496.7 2538.9 96.5 13227.2

有效灌溉面积 千公顷 420 1908.2 1427 119 5342.1

单位播种面积的劳动力 万人/千公顷 540 0.19 0.07 0.06 0.35

中专及以上劳动人口比例 % 540 4.6 3.9 0.35 25.4

第一产业占 GDP比重 100% 540 0.13 0.07 0.01 0.364

农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 % 540 57.6 9.2 34.3 81.8

耕作制度 季/年 540 1.26 0.37 0.68 2.28

受灾面积比例 100% 540 0.27 0.16 0 0.94

六、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推动力

为了全面展示实证分析的结果，首先比较全样本和分样本条件下农业绿色发展决定因素的差异化

影响，然后再考察非参数估计和地区异质性条件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决定因素的不同作用。

（一）基于线性模型分析的基本结论

为对结果更加合理透彻的理解，有必要对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定性分析，以方向距离函数测算

得到的效率指标综合了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在保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有利于减少投入

的因素称之为促增因素，即在保持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有利于增加期望产出或减少非期望产出的因

素则称之为促增因素；与上述两种情况相反的因素则称之为促减因素。以化肥为例，化肥的使用有利于

提高单产，为促增因素，但使用的同时也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为促减因素，若促增大于促减，则表现为

农业绿色发展指数的提高，反之则降低。

基于模型（6），采用固定效应的 Tobit 模型估计各变量对农业绿色发展指数的影响，结果见表 5 第
（1）列，然后根据时间划分，进行分样本估计，结果见表 5 第（2）-（5）列。所有回归模型中都增加了控
制变量，因年份选取始于 1998 年，所以“九五”时期包含 3 年数据，其余分样本回归中均包含 5 年数据。
全样本估计结果的说明。机械水平、农用薄膜、灌溉水平均与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表现出了显著的负

相关，说明就总体而言，这三类因素的促减因素占据上风，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效果大于了农业产出增

长的效果。可能的原因在于机械的使用（包含机电灌溉）耗费了大量的能源，而农用薄膜的使用造成土

壤板结，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样，肥料使用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原因可能相似。人力资本的

提升显著提高了农业绿色效率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很好促进农业

生产技术的接收和传播，以及高素质的劳动者也会产生管理溢出效应，利于农业的绿色发展。

分样本估计结果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各个指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均不相同，以肥料使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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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九五”和“十五”时期肥料的使用均大大提高了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但在“十五”以后，促减因素

作用明显，说明化肥的使用带来的污染已经超过了对产出的改善。同样，机械水平、塑料薄膜、灌溉水平

和人力资本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征。这也证明，变系数半参估计方法的使用极为必要。

表 5 全样本与分样本估计

指标 全样本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r_machine -0.088*** -0.151 -0.165** -0.108* -0.012

-0.022 -0.056 -0.036 -0.05 -0.018

r_plastic -0.002*** -0.007* -0.002 -0.002** -0.001

0 -0.002 -0.001 -0.001 -0.001

r_irrigation -0.089*** 0.004 -0.092 -0.123 -0.064

-0.023 -0.049 -0.06 -0.067 -0.044

r_fertilizer -0.314 0.909 1.864* -0.197 -1.870*

-0.434 -0.802 -0.785 -0.269 -0.705

human_capital 0.002** 0.008 0.003 0.002 0.003*

-0.001 -0.008 -0.007 -0.003 -0.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540 90 150 150 150

年数 18 3 5 5 5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的显著性。

（二）基于变系数半参估计的基本结论

诚然，以上的回归模型提供了机械水平、生产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但

是作为一个线性模型，模型（6）和（7）只能反映各变量对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在全样本或分样本期间的
平均影响程度，因为模型默认了回归系数是解释变量的线性函数，其结果是在所有样本均值条件下得到

的，也只有在均值意义上才有明确的理论含义。如线性模型粗略估计的结果所示，各关键因素对于绿色

发展指数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关系，至少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笔者给出了变系数半

参数方法估计的结果如图 3 所示。
变系数半参数估计结果的分析。图 3 横坐标为时间趋势，通过 zt = (t − 1998)/(2015 − 1998) 得到，

纵坐标表示关键变量系数的变化情况。显然，变系数模型得到的结果比单纯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

结果更加丰富。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机械水平作用不断提高。在样本期间内，机械水平的系

数始终为负，说明机械使用耗费的能源带来的促减因素大于促增因素，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机械水平对

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明显，而这也是“机械化”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第二，技术水平

各因素表现差异巨大。塑料薄膜的使用和机械化水平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塑料薄膜的回收

率有所提高，避免了土壤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是塑料薄膜的大面积使用为农业增产增收创造了有利条

件。灌溉水平的系数呈现出“U”型特征，2006 年左右到达最低点，然后逐年上升，也充分说明机电灌溉
的大面积使用降低了天气变化给农业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随着技术发展，“滴灌”等节水灌溉的设

施使用会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主流。肥料的使用系数逐渐减小，说明农用化肥的使用的促增因素减弱，

而促减因素逐渐明显。在人力资本系数变化情况中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的提升都为农业绿色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虽然在 2004 年之前，其正向作用逐渐下降，但在 2007 年之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又逐渐提升，
在今后的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作用将会更加明显，这也是欧美农业现代化发展给我

们带来的启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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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变系数半参数估计的结果

结合中国农业的发展状况，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这些变化实际上与不同时期的经济现实高度关联。第

一，2004 年是各指标变化的拐点。自 2004 年“三农政策”的提出，国家以“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
持续增收”为政策导向，为农业的增长提供了政策保障；第二，系数指标与预测方向不一致，但变化趋势

与预测相同，以机械水平为例，随着促增因素的逐渐提高，其对农业绿色发展指数的影响逐渐变为正。

（三）基于异质性分析的基本结论

为继续探讨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动力机制，根据前文对于农业作物主产区的划分，笔者对样本剔

除部分数据之后，使用变系数非参数估计方法进行重新估计。可以发现，首先，人力资本始终都是促进

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种植、家庭农场等

成为一种趋势，这就需要农业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素质来参与生产和管理。其次，机械水平的提高将会显

著改善现有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虽然在不同粮食主产区机械水平的系数均为负值，但是其表现出的趋

势预示着机械水平的提高将会是农业绿色发展不可或缺的促增因素。再次，根据农作物的差异，其他关

键变量的表现情况各有不同。如水稻种植区域对于化肥的使用较为敏感，大量的化肥投入将会产生更多

的面源污染，而在小麦和棉花种植区域，化肥系数均为“倒 U”曲线，而且均为正，说明化肥的施用极大地
提高了小麦和棉花的产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过量使用带来的促减因素将会逐渐明显。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我国的农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农业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农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面源污染。笔者基于 DEA 方向距离函数方法从宏
观层面对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绿色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因素，并运
用 1998–2015 年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模拟和验证。
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得到的技术效率指标表明，我国 30 个地区中，大多数农业绿色发展堪忧，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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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均表现出长期的失衡状态，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两难状态有待

进一步改善；东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逐渐恶化，中部地区状态差异明显，并未出现“模仿效

应”，西部地区表现良好，农业绿色发展区域逐渐扩大。通过变系数非参数方法，笔者探讨了机械水平、生

产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较好地模拟出几个关键因素随时间变化的不同趋势，发现

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农业绿色发展的不可替代因素；而机械水平与反映生产技术的几个变量在不同时期

表现均有所不同，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机械水平、生产水平将

会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促增因素。并且三种因素在不同作物种植区域表现也有所差异。因此，农业绿

色发展只是表象，要让我国农业更加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从更深层次上推动农业转型，必须因地制

宜，在从根本上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治理农业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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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Tu Zhengge, Gan Tianqi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chieving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As far as agriculture is concerned, the green development in most
of China’s 30 regions is bad,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a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regions.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has gradually deteriorated, and the status in the central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imitation effect”is not exist over there. The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the variable coefficient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method show that: mechanical level, production level, and human capital are the
three major driving forces for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The alternating effect of promoting
and reducing factors leads to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indicator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Therefore, to
achieve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eeds to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short, the promotion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n
achieve “a Chinese beautiful rural dream”.

Keywords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dex; dynamicmechanism; direction distance function; vari-
able coefficient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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